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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细化阶段的人智协同顺序效应：“人类

先行”的潜在风险一

刘智强 1 黄思博 1 王子婧 2 张光磊 2

（1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2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AI）在创意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如何通过有效的人智协同提升创

造力，已成为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议题。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人类先行”的人智协同顺序更具

优势，但鉴于创意过程具有多阶段特征，上述结论是否具有跨阶段的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

检验。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系统考察了创意细化阶段中不同人智协同顺序对创造力的影响

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在强调结构整合与逻辑表达的创意细化任务中，相较于

“AI先行”，“人类先行”更容易使创作者对初始构思形成较强的心理所有权，从而抑制创意

精细度的提升并削弱创造力。人智信任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在“人类先行”顺序下，

较高水平的人智信任有助于缓解心理所有权引发的认知锚定效应，促进创作者更充分地采纳

AI建议，从而改善创意细化过程中的优化效果。总体而言，本研究拓展了对 AI参与创意工

作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为企业在创意过程的不同阶段设计更有效的人智协同模式提供了理论

依据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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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创造力是组织创新与数智化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Zhou & Hoever, 2023)。随着人工

智能的发展，人智协同逐渐成为激发创造力的重要途径(Bankins et al., 2024; 张勇等, 2024)。

然而，人智协同并非简单的“AI使用”行为，其效果高度依赖于人智如何互动(Chen & Chan,

2024)。因此，研究开始从宏观的技术采用转向微观的协作过程，关注不同交互方式如何影

响创造性结果(Raisch & Fomina, 2025)。其中，人智协同顺序作为关键的过程设计特征，逐

渐受到学者关注。人智协同顺序是指人类认知加工与 AI输出之间的先后暴露顺序(Sajjadiani

et al., 2024; Yin et al., 2025)，主要包括“人类先行”与“AI先行”两种形式。前者强调个体先独

立思考，再接触 AI输出；后者则是先接触 AI建议，再开展个人加工。

现有研究普遍发现，在创意任务中，“人类先行”顺序往往能够取得更优效果(Berretta

et al., 2026; Qin et al., 2025; Yin et al., 2025)。其核心逻辑在于，当 AI率先提供建议时，高度

结构化的算法结果容易迅速占据个体注意，使个体在尚未充分开展自主探索之前，便围绕既

有框架展开思考，从而诱发认知惰性与思维定势(Fogliato et al., 2022; Qin et al., 2025)。相应

地，实证证据显示，“AI先行”会压缩发散空间、减少原创想法，并削弱个体的主体性与

创造性自我效能感(Chen & Chan, 2024; Qin et al., 2025)。而“人类先行”有助于有助于个体

建立更清晰的认知基准，并以更批判的态度评估 AI 建议，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人智融合

(Berretta et al., 2026; Sajjadiani et al., 2024; Yin et al., 2025)。因此，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在创

意任务中采用“人类先行”顺序更有利于提升创造力。

然而，“人类先行更佳”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创意任务？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强

调发散思维与创意广度的任务情境，较少区分创意活动的阶段差异(Chen & Chan, 2024; Qin

et al., 2025)。事实上，根据创意旅程理论，创意过程不仅包括通过发散性思维生成新颖且有

用想法的创意生成阶段，还包括将模糊的初始构想逐步打磨为可实施方案的创意细化阶段

(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与强调探索与发散的创意生成阶段不同，创意细化阶段强

调结构整合与逻辑收敛。由于两阶段在认知要求上的差异，在创意生成阶段被视为有利的特

征，在创意细化阶段可能反而产生消极影响(Mannucci & Perry-Smith, 2022)。

相关领域的间接证据提示，“人类先行”在创意细化阶段可能潜藏风险。AI厌恶的研

究表明，个体在熟悉的领域内往往容易对 AI建议产生抵触，从而忽略其中的增量信息(Kim

et al., 2022; Scarbrough et al., 2025)。建议采纳领域的研究也指出，一旦个体率先形成较为完

整且具体的初始构想，便更倾向于维护既有判断，并对外部的新异视角表现出排斥(Rad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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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5)。在创意细化阶段，当创作者已投入大量认知资源构建方案框架时，“人类先行”顺

序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对初始构想的认知依附，使其将需要重组原有框架的 AI建议视为对自

身能力的否定(Zhang et al., 2024)。此时，人智协同可能停留在防御性的局部修补，而非开放

性的深度整合，进而使个体错失 AI赋能的机会(Kim et al., 2022; Scarbrough et al., 2025)。

如果忽视创意阶段之间的差异，在创意细化阶段沿用创意生成阶段的人智协同顺序，人

智协同顺序与任务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可能导致初始构想无法得到充分打磨和清晰表达，进而

难以获得资源而被搁置甚至放弃(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由此，一个关键但尚未得

到充分检验的问题浮现出来：当创意任务目标转向高度强调逻辑清晰与结构严谨的方案设计

时，沿用“人类先行”的协同顺序是否仍然最优，抑或会带来潜在代价？

1.1 锚定效应与人智协同顺序

锚定效应(Tversky & Kahneman, 1974)为理解人智协同顺序在创意细化阶段的作用机制

提供了重要框架。锚定效应指个体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会过度依赖最先接触的信息（即“锚

点”），并在后续认知加工中难以摆脱其影响(Link et al., 2016; Tversky & Kahneman, 1974)。

面对模糊问题，个体通常会以初始信息为参照，优先检索与锚点一致的线索(Furnham & Boo,

2011; Mussweiler & Strack, 1999)，从而缩小注意范围，降低对替代方案的探索(Hoorens &

Bruckmüller, 2015; Koehler, 1991)。在创意细化阶段，创作者需将模糊的初始想法加以澄清

和深化，使其完善为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可供评审的方案(Mainemelis, 2010; 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因此最初形成或接触到的认知框架极易成为后续加工的锚点，并对整个过

程产生持续影响(Wang & Nickerson, 2019)。

具体而言，在“AI先行”顺序下，AI生成的初始方案成为个体最先接触到的信息。凭借

较强的整合与组织能力，AI能够将语义距离较远的概念整合为逻辑清晰、表达连贯的文本

(Lazar et al., 2025; Lee & Chung, 2024)，为个体提供结构化的认知框架(Sreenivasan & Suresh,

2024)。在此基础上，个体能够沿着更系统化的路径对方案进行深化与完善，从而降低因初

始构思不充分而导致的低效收敛(Stojanovic et al., 2023)。因此，“AI 先行”更有助于发挥 AI

在结构组织与逻辑表达方面的优势，形成逻辑更严密、表达更清晰的最终方案。与此相对，

在“人类先行”顺序下，个体首先依赖自身的经验与直觉形成初稿。由于个体往往在阐述与完

善想法的过程中投入大量资源与情感(Hargadon & Bechky, 2006; Mainemelis, 2010)，他们容

易对初始构思形成较强的认知锚定(Chapman & Johnson, 1999)。随着加工过程的持续，这种

锚定会进一步固化，使个体倾向于采纳与初始构思一致的“增益型”建议，同时对可能挑战既

有框架的“削减型”或“重构型”建议表现出抵触(Antons et al., 2017; 周详等, 2025)。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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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AI具备较高的结构组织能力，其作用也往往停留于局部润色，而难以在整体层面实现深

度整合，最终使创意细化过程受限于初始构思的质量。

上述顺序差异直接影响创意精细度。创意精细度反映创意在概念表达上的清晰性、逻辑

性与结构化水平(Lee & Chung, 2024)，是推动创意从“初始构想”发展为“可实施方案”的关键

机制。较高的创意精细度意味着个体在创意细化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了深入且系统的认知加工，

能够有效整合核心创意线索、增强整体逻辑一致性(Nijstad et al., 2010)，也更容易使评审者

识别其潜在价值(Rietzschel et al., 2007)，进而转化为高质量的创造性成果(Runco & Jaeger,

2012)。综上，人智协同顺序决定了个体最初接触的认知框架，进一步作用于创意精细度，

并最终影响创造力。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与“AI先行”相比，“人类先行”将导致更低的创意精细度，进而阻碍创造力。

1.2 人智信任的调节作用

在人智协同情景中，人智信任——个体对 AI建议与决策的信心和依赖程度(Ashoori &

Weisz, 2019)——被视为影响人智协同成效的关键因素(Bankins et al., 2024; 唐小飞等, 2025)。

根据锚定效应，信息对判断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而取决于个体对相关信息可信度的主观评

估(Epley & Gilovich, 2001; Furnham & Boo, 2011)。当人智信任较低时，AI 输出更容易被个

体折扣；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个体更可能将其视为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信息(Lalot & Bertram,

2024)。因此，人智信任通过改变 AI信息在认知加工中的整合权重，影响锚定效应的强弱。

如前所述，在“人类先行”顺序中，个体首先形成自己的初始构思，并对该构思形成较

强的自我锚定(Chapman & Johnson, 1999)。当人智信任较低时，AI建议被视为可信度较低的

信息，难以促使个体对调整初始构思(Epley & Gilovich, 2001)，从而使创意细化过程受到限

制。相比之下，在“AI先行”顺序中，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个体更有可能通过生成新的想

法来弥补 AI结果的不足(Eskinazi et al., 2023)。由于彻底重构一个高结构化的方案需要极大

的认知努力(Epley & Gilovich, 2001)，个体通常更倾向于在保留 AI结构优势的基础上，对方

案进行调整，从而维持相对较高的创意精细度。因此，在低人智信任条件下，两种人智协同

顺序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个体更可能将 AI建议视为可信信息，并赋予其较高的整合权重，

从而有效缓解了“人类先行”顺序中由锚定效应带来的加工僵化(Mussweiler & Strack, 2001)。

相关研究表明，当外部建议被视为高度可信时，个体更可能进行更深层的反思与加工，促使

其重新评估并修正其初始判断(Englich et al., 2006; Milkman et al., 2009)。在这种高信任情境

下，个体更容易克服防御心理，将 AI 建议视为有效信息，实现对初始构思的调整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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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accio & Dalal, 2006; Yang et al., 2026)。与此相对，在“AI先行”顺序中，较高的人智信任

也可能强化个体对 AI 初始结构的依赖(Galinsky & Mussweiler, 2001; Tversky & Kahneman,

1974)，并无意识地检索与 AI建议相一致的信息(Strack & Mussweiler, 1997)，从而削弱个体

进行深度优化或突破现有方案的动力(Epley & Gilovich, 2001; Eskinazi et al., 2023)。因此，在

高人智信任条件下，两种人智协同顺序在创意精细度上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甚至趋于一致。

综上所述，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个体更倾向于折扣 AI建议，自我锚定难以被修正，因

而放大了“人类先行”顺序与“AI先行”顺序之间的差异；当人智信任较高时，AI建议更

容易被整合，并促使个体反思和调整既有框架，从而削弱人智协同顺序所带来的差距。进一

步地，鉴于创意精细度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人智信任也将调节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

精细度影响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人智信任调节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之间的关系。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人

类先行”相较于“AI先行”会导致更低的创意精细度。

假设 3人智信任调节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影响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当人智信任

较低时，“人类先行”相较于“AI先行”会导致更低的创意精细度，进而阻碍创造力。

1.3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尽管锚定效应解释了人智信任如何影响不同人智协同顺序中的信息整合方式，但其重点

关注信息加工路径本身，尚未充分揭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及其行为动因。为弥补

这一缺口，本研究在锚定效应框架下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递进的微观心理机制。心理所有权

——即个体将创意内容视为“属于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Pierce et al., 2001)——是影响信息

采纳与加工开放性的重要心理机制。既有研究指出，心理所有权的形成与个体在对象上的投

入程度密切相关(Pierce et al., 2001)。当个体在创作过程中投入更多认知资源与情感时，更容

易将创意视为“自我延伸”，从而产生更强的心理所有权(Avey et al., 2009)。

结合锚定效应对不同来源锚点的区分，自我生成的“内部锚”通常伴随着较为费力的过

程，而外部提供的“外部锚”更多通过自动化机制发挥作用，两者在认知努力水平上存在显

著差异(Epley & Gilovich, 2005; 王晓庄, 2013)。在“人类先行”顺序下，个体需要从零开始构

建方案，并在构思、论证与表达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注意力与情感资源(Hargadon & Bechky,

2006; Mainemelis, 2010)。这种通过自我努力生成的创意更容易被纳入“自我概念”的延伸，形

成强烈的心理所有权。相反，在“AI先行”顺序下，初始方案由 AI直接提供，个体无需经历

最耗费心力的构思过程，在接触这一外部锚点时所投入的认知努力与情感显著减少(Strack &

Mussweiler, 1997)，难以形成强烈的心理所有权。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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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 与“AI先行”相比，“人类先行”将产生更高的心理所有权。

在不同人智协同顺序下形成的心理所有权差异，会进一步影响个体对 AI建议的加工方

式。较高的心理所有权虽然能够增强个体对创意的投入与责任感 (Berg & Yu, 2021;

Martinaityte et al., 2020)，但当既有创意被高度视为“自我延伸”时，个体也更容易将对创意的

实质性修改视为对自我的威胁，从而降低对外部建议的接纳意愿(Baer & Brown, 2012; Rouse,

2020)。因此，心理所有权对创意效果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如何理解并利用 AI建议，而人智

信任在其中发挥关键调节作用。

在低人智信任情境下，个体更容易对 AI输出保持怀疑与抵触(Ashoori & Weisz, 2019)。

此时，较低的人智信任会强化个体因心理所有权而维持既有创意的倾向，使其更容易采取防

御性加工(Chen et al., 2023)，并对 AI建议产生“自我中心性折扣”(Yaniv & Kleinberger, 2000)。

因此，个体往往仅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有限调整，而难以真正整合 AI提出的重构性建议，从

而限制创意精细度的提升。相反，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个体更可能将 AI建议纳入认知加工

过程，从而减弱心理所有权引发的自我保护倾向，促使其突破既有框架，并利用 AI建议优

化创意的表达逻辑与整体结构(Yin et al., 2025)，最终提升创意精细度。鉴于创意精细度是影

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智信任在人智协同顺序对心理所有权、创意精细

度与创造力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绘制了整体模型图（见图 1），并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5 人智信任调节心理所有权与创意精细度的关系。当人智信任较低时，心理所有

权会导致创意精细度降低。

假设 6 人智信任调节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心理所有权、创意精细度影响创造力的链式间

接效应。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人类先行”相较于“AI先行”会产生更高的心理所有权、更低

的创意精细度，进而阻碍创造力。

心理所有权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人智协同顺序

（AI先行 vs 人类先行）

人智信任

图 1 整体模型图

注：实线在所有研究中检验，虚线仅在研究 3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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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概述

本研究开展了三项互为补充的实验，涵盖多样化的创意任务类型与跨文化样本

（N=741），系统考察人智协同顺序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 1采用情境实

验设计，通过 Prolific平台招募 230名全职员工参与创意家具设计任务，初步验证“人类先

行”的人智协同顺序会抑制创意精细度和创造力，并检验了人智信任的调节作用。研究 2

通过一项实地实验，组织 271名中国大学生参与真实的商业咨询挑战，复制并扩展了研究 1

的发现。研究 3采用情境实验设计，招募 240 名中国全职员工完成营销策划任务，重点检验

心理所有权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而验证完整的理论模型。

2 研究 1：情境实验

2.1 样本、程序与操纵

通过 G*Power 3.1软件对本实验所需样本量进行预估(Faul et al., 2007)，事前分析显示在

中等效应量 f = 0.25、达到显著性水平α = 0.05且统计检验力 Power = 0.80的条件下，至少需

要 128名被试。本研究通过 Prolific 平台招募了 230名被试，招募标准包括：英语流利、全

职员工、通过率 ≥ 97%，且为首次参与本研究。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32.28岁（SD = 11.05），

其中男性 123名，女性 107名。被试在研究中平均花费了 21.09分钟，并获得了 1英镑（约

10元人民币）的报酬。

在研究开始前，被试完成了一系列基线测量，以收集其人智信任和人口统计学信息。随

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条件之一：AI先行组（N = 115）或人类先行组（N = 115），

并被告知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Lee 和 Chung (2024)的创造力任务，即“设想您是一名家具

设计师，正准备设计新款餐桌，以期获得家具制造商的赞助。也就是说，您需要提出一个市

场上尚不存在的、具有创意和创新性的餐桌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可以是围绕全新功能的巧妙

设计，也可以是开创性的全新餐桌产品。”

为了清晰地考察人智协同顺序在创意细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验任务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被试提出一个初始创意想法；在第二阶段，被试将该初始创意想法完善为具体

的创意方案；第三阶段被试可以选择保留、修改或替换原有方案。两种实验条件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人智协同的时间点。在 AI 先行条件下，被试在第二阶段与 ChatGPT 进行互动，由

AI率先参与创意细化，随后被试独立完成方案完善；在人类先行条件下，被试先独立完成

创意细化，并在第三阶段与 ChatGPT 进行互动，对既有方案进行完善。整个过程中，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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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仅能向 AI提出一次问题，且不限制提问内容
二
。实验结束后，为确保结果评估的客观

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遵循先前研究的做法(Xu et al., 2022)，邀请三名不知晓实验条件与研究

假设的研究助理对创意成果进行独立评分。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选自国外权威期刊中的成熟测量工具。这些量表在开发过程中均严

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并已在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检验，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中所有的测量均使用李克特 7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

意”。

（1）操纵检验

为了评估操纵人智协同顺序的有效性，我们在后台记录并保存了被试与 AI互动的全过

程（包括是否交互发生、提示词内容及 AI输出内容等），并据此核验被试是否按照所在实

验条件的要求在指定阶段与 AI进行交互，从而确保人智协同顺序操纵得到准确执行。所有

被试均按照实验要求正确地使用了 AI，在规定的阶段进行了有效的人智交互。

（2）人智信任

人智信任的测量改编自Marikyan 等(2022)的量表。由于本实验情境并不涉及 AI安全性

方面的问题，因此仅选取了“我相信人工智能是稳定可靠的”、“我相信人工智能是值得信赖

的”以及“我对人工智能有整体的信任”三个题项进行测量。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4。

（3）创意精细度

本研究邀请三名研究助理对所有创意方案的精细度进行独立评估。为了避免因多题项重

复评估导致的评分者疲劳，参考 Lee和 Chung (2024)的研究，仅采用单题项量表进行评估。

评分者根据以下指导语对方案进行整体评分（1 = 创意精细度水平极低，7 = 创意精细度水

平极高）：“请对创意精细度进行评分。若创意表述清晰、描述明确、具体可行、结构复杂，

且能体现出提出者经过深思熟虑，则认为其精细度水平高。一个表述清晰的想法，应能让人

清晰地想象出实现该想法所需经历的步骤。”三名研究助理的创意精细度评分具有较高的信

度（ICC2= 0.67, p < 0.001）。

（4）创造力

鉴于评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疲劳效应，本研究依据创造力的经典界定(Amabile, 1997)并

二
为了在在线环境中实现上述交互功能，本研究将 GPT-4集成于 Qualtrics的在线问卷中，并通过 Prolific

平台向被试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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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Gong et al., 2024; Hoever et al., 2018)，要求研究助理从新颖性和有用性

两个维度对创意方案进行评分。三名研究助理以随机顺序阅读创意方案，并分别从以下两个

维度进行评分：（1）新颖性：“请评估该想法的新颖程度（1 = 非常不新颖，7 = 非常新颖）。”

（2）有用性：“请评估该想法的有用程度（1 = 非常无用，7 = 非常有用）。对每位评分者

而言，将新颖性与有用性的评分取均值，作为该评分者对方案创造力的评价。三名研究助理

的创造力评分均值为最终的创造力得分。评分结果显示，三名研究助理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ICC2 = 0.79, p < 0.001），表明评分结果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描述性统计

表 1显示了本研究的各主要变量在不同条件下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1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研究 1）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人智协同顺序 a 0.50 0.50

2.人智信任 5.48 1.16 −0.04

3.创意精细度 5.37 0.86 −0.20** 0.06

4.创造力 4.90 0.94 −0.13* 0.11 0.60***

注：N = 230；a. 人智协同顺序（1=人类先行；0=AI先行）；*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下同）。

2.4 假设检验

假设 1预测，相较于 AI先行的情境，人类先行的条件下将展现出更低的创意精细度，

进而产生更低的创造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人智协同顺序负向影响创意精细度（b = −0.34,

SE = 0.11, p = 0.002）；创意精细度正向影响创造力（b = 0.65, SE = 0.07, p < 0.001）。进一

步使用 R软件进行抽样 5000次的 bootstrapping统计分析，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

创造力的影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22, SE = 0.08, 95% CI = [−0.40, −0.08]）。因此，假设

1得到支持。

假设 2指出人智信任可正向调节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之间的关系。表 2显示，

人智协同顺序与人智信任的交互项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30, SE = 0.10, p =

0.002）。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人智信任对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关系的调节

作用，如图 2所示。对于人智信任较低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simple slope = −0.64, SE = 0.14, p < 0.001）；对于人智信任较高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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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意精细度无显著影响（simple slope = −0.04, SE = 0.15, p = 0.80）。因此，假设 2得到验

证。

表 2 路径分析结果（研究 1）

变量

主分析 稳健性分析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

b SE b SE b SE b SE

提示词质量 0.13* 0.06 0.15** 0.06

AI回复质量 −0.13 0.07 −0.03 0.07

方案字数 0.25** 0.05 0.16** 0.05

人智协同顺序 −0.34** 0.11 −0.02 0.10 −0.31** 0.11 −0.03 0.10

人智信任 −0.12 0.07 0.07 0.07 −0.13 0.08 0.06 0.07

人智协同顺序*人智信任 0.30** 0.10 0.00 0.10 0.27* 0.11 0.01 0.10

创意精细度 0.65*** 0.07 0.57*** 0.06

R2 0.07 0.36 0.16 0.39

注：人智协同顺序（1=人类先行；0=AI先行）。

图 2 人智信任与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的交互作用效果图（研究 1）

假设 3指出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受到人智信任的调节。

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显著为负（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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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 −0.41, SE = 0.11, 95% CI = [−0.64, −0.22]），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人智协同顺序通

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3, SE = 0.10, 95% CI = [−0.24,

0.16]），二者的差异也显著（difference = 0.39, SE = 0.13, 95% CI = [0.15, 0.65]）。假设 3得

到支持。

2.5 稳健性分析

研究 1在限制了被试与 AI的交互次数（单次），以控制交互频次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干

扰。然而，由于不同个体使用大语言模型的技能有所不同，个体在“提示词工程”方面的技能

差异可能影响 AI的输出质量，进而干扰实验结果。为了排除这一替代解释，我们对实验过

程中的交互日志进行了事后分析。首先，我们招募了三名对研究假设不知情的 AI领域专家，

采用 7点量表（1 = 完全无效；7 = 极其有效）对每位被试的提示词质量进行评分（ICC2 = 0.68,

p < 0.001）。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先行组的提示词质量（M = 4.27, SD = 0.89）与

AI先行组的提示词质量（M = 4.24, SD = 1.07）不存在显著差异（F(1, 228) = 0.05, p = 0.823,

η2 < 0.001）。其次，我们邀请了三名管理学博士生对 AI回复内容的有用性，采用 7点量表

进行评分（ICC2 = 0.77, p < 0.001），结果显示人类先行组的 AI回复质量（M = 5.06, SD = 0.80）

与 AI先行组的 AI回复质量（M = 5.06, SD = 0.85）不存在显著差异（F(1, 228) = 0.00, p = 0.96,

η2 < 0.001）。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交互过程的变异性，我们在后续的研究 2中采用了固定

提示词的方式，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此外，考虑到方案篇幅可能分别影响创意精细度与创

造力得分(Chen & Chan, 2024)，在控制提示词质量、AI回复质量和方案字数后，核心变量的

系数仍然显著（见表 2）。因此，研究结果稳健，进一步支持了理论模型。

3 研究 2：实地实验

不同于研究 1 的西方背景和设计任务，研究 2在中国情境下引入了一项真实的商业挑

战——咖啡新品营销，将研究情境从产品设计拓展至市场营销领域，以检验理论模型在跨文

化与跨任务情境下的适用性。与研究 1相比，研究 2开发了一款定制化的实验程序，对每一

个任务阶段设置固定的完成时长，以提升流程一致性并降低由个体时间投入差异带来的干扰。

此外，研究 1中被试与 ChatGPT的互动未加限制，可能因提问方式的差异引入了偏差。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 2通过固定提示词的方式标准化了人智交互过程，有效排除了因个体

“提示词工程”能力差异带来的干扰，从而精准捕捉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细化效果的影响。

3.1 研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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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调研，研究团队了解到校园内一家咖啡店正筹备推出三款新品，并寻求有新

意与市场影响力的营销推广策略。鉴于此，研究团队与该咖啡店达成合作，共同发起了一场

创意营销竞赛。在此次竞赛中，参赛者被要求充分结合该咖啡店的品牌属性与产品特征，为

其量身定制一套创新且具有影响力的营销方案
三
。为了确保被试能够基于准确的商业情境进

行创作，我们向其提供了详尽的背景资料，包括品牌背景、产品详细描述及实物照片等。

为了有效激发被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本研究为每位被试提供了 30 元的基础报酬。此

外，根据其提交的创意方案的质量，竞赛还将从所有提交中评选出前 50名优胜者，并给予

20 至 200 元不等的额外绩效奖励。这一竞争性的激励体系在竞赛全程中得到了明确说明，

旨在强调竞赛的竞争性，并鼓励参赛者提交高质量的创意方案(Tang et al., 2024)。

3.2 样本、程序与操纵

在与合作咖啡店确立竞赛方案后，本研究通过线上渠道发布了招募信息。有意向的被试

需完成一份基线调查问卷，以收集人智信任和人口统计学的信息。完成基础调查两周后，271

名合格被试前往线下机房参与创意竞赛，其中男性 130名，女性 141 名，平均年龄为 22.09

岁（SD = 2.88）。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之一：AI先行组（N = 67），即先与 AI

合作产生创意方案，再独立地完善方案；人类先行组（N = 68），即先独立地产生创意方案，

再与 AI合作完善方案；控制组（N = 136），即全程独立完成方案，不借助 AI辅助。

研究 2在研究 1基本流程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改进，以增强内部与外部有效性。首先，

本研究通过固定提示语标准化人机交互，从而最小化被试间差异。其次，为确保实验的一致

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开发了一款定制化的实验程序，用于发布任务要求、控制人智交互提示

词以及自动提交被试回答以控制答题时间。第三，我们将原有的 AI系统替换为“文心一言”，

以检验研究效应在不同 AI工具上的稳健性。第四，本研究邀请了外部专家与咖啡店的管理

团队作为营销计划的评估者，以提升评估的生态有效性。

3.3 变量测量

（1）操纵检验

为了评估操纵人智协同顺序的有效性，被试被要求报告他们在哪个阶段使用了人工智能。

除了两名被试报告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人工智能之外，所有其他被试的回答均与指定的操

作阶段一致。

（2）人智信任

三
部分获奖的营销方案已被该咖啡店采纳，并实际应用于其新品推广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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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信任量表与研究 1一致，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3）方案评估：创意精细度与创造力

为提升评估可靠性，研究团队借助 Credamo 平台招募了 542 名具备营销领域经验的专

家来评估营销方案的创意精细度和创造力。为了控制评估质量并避免疲劳效应，每位评估者

被随机分配了 3个不同的营销方案进行审阅，共计产生了 1626次评价。方案的审阅顺序在

评估者之间是随机的。每位评估者依次阅读每个方案，并就其创意精细度、新颖性和实用性

作出评价。由于采用完全随机分配机制，每个方案获得的评价数量在 5至 8次之间浮动：其

中，2个方案获得了 8次评价，8 个方案获得了 7次评价，249 个方案获得了 6次评价，还

有 12 个方案获得了 5次评价。我们最终取所有评价者评分的均值作为该方案的最终创造力

得分。

在评级时，创意精细度和创造力的评价均采用完整量表。创意精细度评价采用的是 Lee

和 Chung (2024)开发的 5题项量表，其中包含感知清晰度（3 题）、感知复杂性（1题）和

感知深思熟虑（1题）三个子类，具体题项为：“这个方案表达是清楚的”、“这个方案表达

是具体的”、“这个方案是容易理解的”、“这个方案是复杂的”以及“这个方案是被仔细思考并

提出的”。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70。创造力评价采用的是 Moreau和 Dahl (2005)开发

的 6题项量表，其中包含新颖性和有用性两个维度，具体题项为：“这个方案是新颖的/创新

的/有创意的”、“这个方案是实用的/有效的/有用的”。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1。

3.4 描述性统计

表 3显示了本研究的各主要变量在不同条件下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3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研究 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人智协同顺序 a 0.50 0.50

2.人智信任 4.85 1.02 −0.01

3.创意精细度 5.47 0.39 −0.18* −0.05

4.创造力 5.57 0.48 −0.19* 0.05 0.73***

注：N=135，未包含控制组被试；a. 人智协同顺序（1 = 人类先行；0 = AI先行）。

3.5 假设检验

假设 1指出，相较于 AI先行组，人类先行的条件下将展现出更低的创意精细度，进而

产生更低的创造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人智协同顺序负向影响创意精细度（b = −0.13,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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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p = 0.045）；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89, SE = 0.08, p < 0.001）。

进一步使用 R软件进行抽样 5000次的 bootstrapping统计分析，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

度对创造力的影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12, SE = 0.06, 95% CI = [−0.24, −0.002]）。因此，

假设 1得到支持。

假设 2指出人智信任可正向调节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之间的关系。表 4显示，

人智协同顺序与人智信任的交互项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14, SE = 0.06, p =

0.018）。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人智信任对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关系的调节

作用，如图 3所示。对于人智信任较低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simple slope = −0.28, SE = 0.08, p = 0.001）；对于人智信任较高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

对创意精细度无显著影响（simple slope = 0.00, SE = 0.09, p = 0.974）。因此，假设 2得到验

证。

表 4 路径分析结果（研究 2）

变量

主分析 稳健性分析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

b SE b SE b SE b SE

人智协同顺序 −0.14** 0.07 −0.05 0.05 −0.27** 0.13 −0.13 0.11

人智信任 −0.08 0.04 0.07 0.05 −0.08 0.08 0.05 0.06

人智协同顺序*人智信任 0.14* 0.06 −0.07 0.07 0.26** 0.12 0.03 0.11

创意精细度 0.91*** 0.08 0.50*** 0.08

R2 0.07 0.54 0.07 0.29

注：N=135，未包含控制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1=人类先行；0=AI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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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智信任与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的交互作用效果图（研究 2）

假设 3指出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受到人智信任的调节。

当人智信任较低时，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显著为负（indirect

effect = −0.25, SE = 0.08, 95% CI = [−0.43, −0.10]），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人智协同顺序通

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0, SE = 0.08, 95% CI = [−0.17,

0.17]），二者的差异也显著（difference = 0.25, SE = 0.11, 95% CI = [0.04, 0.49]）。假设 3得

到支持。

3.6 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邀请了三名咖啡店的管理团队成员作为营销计划的评估者。鉴于管理层对企业运

营逻辑、目标客群及战略诉求具有深刻理解，其评估能够准确反映创意方案在真实商业环境

中的可行性与创新价值。这一做法有效解决了外部评审者可能因创意方案吸引眼球而忽视可

行性的潜在问题(Barbot et al., 2019)。与研究 1 一致，为降低重复测量带来的负担，三名管

理者分别从新颖性和有用性两个核心维度对每个方案进行独立评分，并将两维度均值作为创

造力得分。随后，对三名管理者的评分取平均，形成最终创造力指标。评分结果显示，评定

者之间具有极高一致性（ICC2= 0.91, p < 0.001）。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咖啡店管理团队的创

造力评分时，研究假设依然得到支持（见表 4），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3.7 补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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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补充分析，深入检验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细化阶段锚定效应的影响。

考虑到 AI生成的创意方案通常更为完整且质量更高，从而减少了修改的需求(Chen & Chan,

2024)，本研究招募三名研究助理评估第一阶段创意方案的质量，以排除 AI结果质量对锚定

效应评估的影响。结果显示，AI先行组所生成的创意质量（MAI 先行 = 5.39, SDAI 先行 = 0.48）

显著高于人类先行组（M 人类先行 = 4.83, SD 人类先行 = 0.62, F[1,133] = 33.78, p < 0.001，η2 = 0.21）

与未使用 AI组（M 未使用AI 组 = 4.81, SD 未使用AI 组 = 0.49, F[1,201] = 62.71, p < 0.001，η2 = 0.24），

证明了 AI先行将形成更高质量的初始创意方案，这限制了后续的调整空间。因此，仅通过

方案间文本相似度比较难以准确评估“人类先行”顺序中是否存在锚定效应。

鉴于 AI在生成高质量方案上的优势，本研究对比了人类先行组与未使用 AI组的文本

相似度差异，以评估人类是否通过人智协同提升了创新潜力。结果显示，人类先行组在创意

细化阶段的相似度甚至高于未使用 AI 的控制组（M 人类先行 = 0.22, SD 人类先行 = 0.09；M 未使用AI

组 = 0.20, SD 未使用AI 组 = 0.06, F[1,202] = 4.56, p = 0.034，η2 = 0.02）。这一结果表明，尽管 AI

在创意细化阶段提供了较高质量的参考方案，但个体往往受到早期构思的锚定影响，未能充

分吸收并整合 AI的建议。这一结果间接证明，“人类先行”顺序中个体可能因受限于自身初

始思考，未能充分利用 AI的结构化输出。

4 研究 3：检验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考虑到前两项研究并未直接探讨人类先行引发认知锚定并阻碍后续 AI建议采纳的内在

机制，研究 3进一步检验了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并验证完整的理论模型。相较于研究 1

和研究 2，研究 3的设计更加贴近现实情境。研究 1虽然未限制提问内容，但仅允许单次交

互；研究 2虽然不限交互次数，但强制固定了提示词，这两种设计都无法完全模拟现实中用

户与 AI的自由、多轮协作。为弥补这一不足，研究 3 允许被试与 AI进行不限次数与形式

的自由交互，从而增加生态效度。此外，研究 3以中国全职员工为样本进行拓展，以增强外

部效度和普适性。最后，为避免前两项研究中可能引入的初始创意质量差异，研究 3控制了

创意的初始质量，并要求被试从五个既定初始创意中选择其一进行细化，更为精准捕捉人智

协同顺序对创意细化效果的影响。

4.1 任务情境与预实验

研究 3改编自Mao等人(2021)的“新型耳机设计营销推广任务”。选择该任务的原因有二：

其一，耳机作为高普及度的消费产品，不依赖特定行业知识，确保了任务对广泛受试者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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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其次，该产品具备丰富的功能特性，为被试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实验材料

中详细描述了耳机的外观、材质、功能，并附有产品图片供被试参考。

为了排除因初始创意质量差异对后续细化过程的干扰，本研究通过预实验构建了一个标

准化的“初始创意库”。具体而言，研究团队招募了 50名被试，要求其在阅读实验材料后撰

写 5个不超过 50 字的营销创意思路，最终共收集 250 个原始创意。随后，三名外部专家基

于创意的新颖性与有用性两个维度对这些创意进行独立评分。根据专家评分，研究团队筛选

出了 5个最终方案作为正式实验的“初始创意库”。筛选过程遵循三项原则：一是高创造力，

仅保留新颖性与有用性上评分优异的创意；二是内容多样性，确保入选方案涵盖不同营销切

入点，避免选项同质化限制被试的选择；三是质量一致性，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最终入选

的 5个方案在创造力评分上无显著差异（F[4,10] = 0.42, p = 0.793，η2 = 0.14）。这一筛选过

程确保了创意方案的差异源于人智协同顺序的不同，而非初始想法的优劣。

4.2 样本、程序与操纵

本研究通过 Credamo平台招募了 240名全职员工，被试在任务完成后可获得 10元人民

币的报酬。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9.82岁（SD = 8.61），其中男性 122 名，女性 118名。研究

任务平均耗时为 26.75分钟。

与研究 1的程序一致，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被试首先报告了他们的人智信任和人口统

计学信息。随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AI先行（N = 120）或人类先行（N = 120）两种实验条

件中，并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项与创造力相关的耳机营销任务。研究三的步骤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所有被试阅读相同的产品资料，并从预实验筛选出的“初始创意

库”的五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思路作为后续加工的基础；在第二阶段，被试

在这一阶段通过不同方式将简短的初始创意扩充为完整的营销方案，并在任务完成后汇报对

当前方案的心理所有权；第三阶段被试可以对方案进行最终的修改与润色。在不同情境下，

被试可在第二阶段（AI先行）或第三阶段（人类先行）与 DeepSeek 进行互动
四
。实验结束

后，被试完成了操纵检验。为了评估创意方案的市场潜力和整体质量，本研究遵循先前研究

的做法(Chua et al., 2024; Xu et al., 2022)，邀请了三名对研究假设不知情的研究助理组成专家

小组，对所有匿名化处理的最终方案进行独立评分。

4.3 变量测量

四
为了在在线环境中实现上述交互功能，DeepSeek被集成在 Credamo的在线问卷中。与前两项研究不同，

被试可以在问卷的对话框中与 AI进行不限次数、不限形式的多轮自由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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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信任、创意精细度与创造力的评价方式均与研究 1相同。人智信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对于创意精细度，三名独立研究助理的评分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ICC2= 0.72,

p < 0.001）。对于创造力，三名独立研究助理从新颖性和有用性这两个核心维度对每个方案

进行独立的评估。这两个维度的均值被计算为方案的创造力得分。三名研究助理的创造力评

分具有较高的信度（ICC2= 0.79, p < 0.001）。

（1）操纵检验

为了评估操纵人智协同顺序的有效性，被试被要求报告他们在哪个阶段使用了人工智能，

所有被试回答均与其被分配的实验条件完全一致。此外，我们从后台系统调取并审查了被试

与 DeepSeek 的交互日志，所有被试均正确地使用了人工智能，在规定的阶段进行了有效的

人机交互。

（2）心理所有权

心理所有权改编自 Van Dyne 和 Pierce (2004)的量表，该量表总共包括 4 个题项。代表

性题项为“我感觉这是我的方案”和“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属于我的”。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

为 0.90。

4.4 描述性统计

表 5显示了本研究的各主要变量在不同条件下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5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研究 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人智协同顺序 a 0.50 0.50

2.人智信任 5.40 0.79 −0.03

3.心理所有权 5.91 0.95 0.40*** 0.05

4.创意精细度 5.12 0.74 −0.14* 0.11 −0.14*

5.创造力 4.84 0.61 −0.15* 0.28** −0.05 0.41***

注：N = 240；a. 人智协同顺序（1 = 人类先行；0 = AI先行）。

4.5 假设检验

假设 1指出，相较于 AI先行组，人类先行的条件下将展现出更低的创意精细度，进而

产生更低的创造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人智协同顺序负向影响创意精细度（b = −0.20, SE

= 0.10, p = 0.034）；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33, SE = 0.05, p < 0.001）。

进一步使用 R软件进行抽样 5000次的 bootstrapping统计分析，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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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创造力的影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7, SE = 0.03, 95% CI = [−0.14, −0.004]）。因此，

假设 1得到支持。

假设 2指出人智信任可正向调节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之间的关系。表 6显示，

人智协同顺序与人智信任的交互项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24, SE = 0.10, p =

0.011）。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人智信任对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精细度关系的调节

作用，如图 4所示。对于人智信任较低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simple slope = −0.44, SE = 0.16, p = 0.007）；对于人智信任较高的被试，人智协同顺序

对创意精细度无显著影响（simple slope = 0.05, SE = 0.13, p = 0.726）。因此，假设 2得到验

证。

表 6 路径分析结果（研究 3）

心理所有权 创意精细度 创造力

b SE b SE b SE b SE

人智协同顺序 0.75*** 0.11 −0.20* 0.09 −0.14 0.10 −0.14 0.08

人智信任 −0.05 0.07 0.01 0.07

人智协同顺序

*人智信任
0.24* 0.10 0.15 0.10

心理所有权

*人智信任
0.10* 0.05

心理所有权 −0.08 0.05 0.03 0.04

创意精细度 0.24*** 0.04

R2 0.16 0.06 0.09 0.18

注：N = 240；人智协同顺序（1 = 人类先行；0 = AI先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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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智信任与人智协同顺序对创意精细度的交互作用效果图（研究 3）

假设 3指出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受人智信任的调节。当

人智信任较低时，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显著为负（indirect effect

= −0.13, SE = 0.06, 95% CI = [−0.25, −0.03]），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创

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1, SE = 0.04, 95% CI = [−0.07,

0.10]），二者的差异也显著（difference = 0.14, SE = 0.08, 95% CI = [0.002, 0.29]）。假设 3

得到支持。

假设 4 指出，相较于“AI先行”组，“人类先行”将产生更高的心理所有权。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人类先行条件组的被试比 AI先行组的被试的心理所有权更高（MAI 先行 = 5.54, SDAI

先行 = 1.08 vs. M 人类先行 = 6.29, SD 人类先行 = 0.59, F[1,238] = 45.18, p < 0.001，η2 = 0.16）。如表 6

所示，人智协同顺序正向影响心理所有权（b = 0.75, SE = 0.11, p < 0.001）。因此，相较于

AI先行，被试在人类先行的情境下将产生更强的心理所有权，假设 4得到支持。

假设 5指出人智信任正向调节了心理所有权与创意精细度的关系。表 6显示，心理所有

权与人智信任的交互项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10, SE = 0.05, p = 0.035）。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人智信任对心理所有权与创意精细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如图 5

所示。对于人智信任较低的被试，心理所有权对创意精细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simple slope

= −0.19, SE = 0.08, p = 0.017）；对于人智信任较高的被试，心理所有权对创意精细度无显著

影响（simple slope = 0.02, SE = 0.09, p = 0.859）。假设 5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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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智信任与心理所有权对创意精细度的交互作用效果图（研究 3）

假设 6预测当人智信任低时，人类先行顺序会比 AI先行顺序产生更高的心理所有权、

更低的创意精细度，进而阻碍创造力。5000 次 bootstrapping 结果表明，人智信任较低时，

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心理所有权和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显著为负（indirect effect =

−0.05, SE = 0.02, 95% CI = [−0.09, −0.01]），而当人智信任较高时，人智协同顺序通过心理

所有权和创意精细度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0, SE = 0.02, 95% CI =

[−0.03, 0.06]），二者的差异也同样显著（difference = 0.05, SE = 0.03, 95% CI = [0.01, 0.12]）。

假设 6得到支持。

4.6 补充分析

本研究进行了两项补充分析，以厘清人智信任与心理所有权的作用机制。首先，在以

心理所有权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同时纳入人智协同顺序、人智信任及其交互项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人智协同顺序对心理所有权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76, SE = 0.11, p < 0.001），

而人智协同顺序与人智信任的交互项对心理所有权的影响不显著（b = 0.10, SE = 0.11, p =

0.385）。这表明，人智信任对心理所有权的形成并无显著影响。其次，在以创意精细度为

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排除交互项的影响，仅将人智协同顺序、人智信任与心理所有权纳入模

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所有权对创意精细度的主效应不显著（b = −0.08, SE = 0.05, p =

0.121）。这表明，心理所有权对创意精细度不具有稳定的直接影响，其作用依赖于人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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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水平的调节。综合两项分析可以得出，人智信任的调节作用发生在心理所有权形成之后。

心理所有权本身并不必然限制创意精细度，只有在低人智信任的情况下，“人类先行”顺序

诱发的高心理所有权才更有可能引发个体对 AI建议的防御与排斥，促使其固守初始框架，

进而阻碍创意精细度。

5 综合讨论

5.1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提出了“人智协同顺序与创意阶段相匹配”的新视角，关注创意细化阶

段中“人类先行”与“AI先行”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机制，深化并拓展了现有的人智协同文献。

在探讨人智协同与创造力的现有研究中，主流观点往往推崇“人类先行”的协同顺序，认为让

人类率先进行独立思考能有效避免 AI输出引发的认知惰性与思维收敛，更好地保护创意的

独特性与人类的主体性(Chen & Chan, 2024; Qin et al., 2025; Yin et al., 2025)。本研究挑战了

这一共识，指出“人类先行更佳”的理论共识主要建立在强调发散性思维的创意生成阶段的逻

辑之上，却忽视了创意旅程中不同阶段在任务属性与认知需求上的差异(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当任务目标从强调发散性的创意生成阶段转向强调结构整合与逻辑收敛的

创意细化阶段时，“人类先行”隐含着潜在的风险，即个体在早期投入大量认知资源，极易对

初始构思形成强烈的心理所有权与认知锚定(Yaniv & Kleinberger, 2000)，使 AI在结构优化

方面的赋能优势难以充分发挥。相反，在此阶段采用“AI先行”顺序，能够为人类提供标准

化的认知脚手架与逻辑框架(Dhillon et al., 2024; Sreenivasan & Suresh, 2024)，有效克服了人

类自身结构构建能力的局限，显著提升了创意的精细度与整体质量。因此，本研究回应了学

界对于探讨不同人智协同模式如何释放创意潜力的呼吁(Jia et al., 2024)，明确了“人类先行”

顺序的适用边界，并揭示在创意细化阶段“AI先行”顺序的独特价值，推动人智协同顺序研

究从“孰优孰劣”的简单判断走向“阶段匹配”的细致解释。

其次，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人智协同为何常常难以实现最优效果的关键机制。既有研究

多将人智协同效果不佳归因于个体对 AI的主观厌恶，从而排斥或抵制 AI建议，抑制 AI潜

在价值的发挥(Bockstedt & Buckman, 2026; Dietvorst et al., 2015)。这一解释隐含的前提是，

人智协同失效主要源于个体在动机层面的“不愿意使用 AI”。然而，本研究指出，即便个体

在行为层面积极使用 AI，人智协同仍可能因认知层面的无意识偏差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具体而言，在“人类先行”的协同顺序下，个体往往对自我生成的初始方案形成心理所有权，

并将其无意识地作为后续判断的认知锚点，从而在整合阶段忽视或低估后续 AI建议。由此，

AI的优势虽被引入协作过程，却未能被充分吸收并转化为创意质量的提升。换言之，个体

并非主动排斥 AI，而是在“人类先行”的协同过程中无意识地陷入以自我想法为中心的认知

加工模式，导致 AI在“被调用”与“被整合”之间出现系统性差距，从而削弱了 AI对创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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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贡献。通过阐明这一机制，本研究将人智协同的研究焦点从“是否使用 AI”的动机问

题，推进至“人智信息如何有效整合”的认知问题，为理解人智协同何以“用而不优”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

最后，本研究聚焦于创意旅程中相对被忽视但同样关键的创意细化阶段，从而丰富了

人智协同与创造力领域的研究。现有人智协作的研究多将创意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或聚集于创

意生成阶段(Doshi & Hauser, 2024; Sun et al., 2025)，重点探讨如何借助 AI激发更多新颖想法，

而忽略创意旅程的多阶段性特征。创意旅程理论指出，创意细化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初

始构想是继续获得资源并走向实施，还是因表达模糊而被搁置甚至放弃(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由于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目标导向与认知需求(Mannucci & Perry-Smith,

2022)，人智协同在不同阶段的最佳模式可能并不相同。尽管已有少量研究意识到 AI在不同

阶段可能发挥不同作用(Hou et al., 2025; Huang et al., 2026)，但仍缺乏将人智协同的具体模式

与创意阶段的情境特征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系统考察了创意细化阶段的人智

协同顺序对创造力的影响，揭示了“AI先行”在此阶段的潜力。研究进一步表明，人智协同

未能发挥预期效果，并不必然源于缺乏新颖想法的生成能力，而可能在于未能充分发挥 AI

在细化阶段的结构化优势，使本具潜力的创意因表达不足而被搁置或放弃。

5.2 实践启示

尽管已有研究充分强调了人智协同在提升创造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但现实中的组织却往

往难以充分释放其潜力(Eapen et al., 2023)。这一协同失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组织对人智协

同顺序的忽视与误用。通过三项互为补充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在创意细化这一强调结

构性与逻辑表达的任务阶段中，采用“人类先行”的协同顺序容易导致个体对初始构思产生强

烈的心理依附，从而在后续整合 AI建议时表现出忽视或排斥。这种潜在的认知锚定效应不

仅限制了 AI赋能的作用空间，也削弱了协同质量，最终导致创造力未达预期。

鉴于人智协同顺序所引发的认知偏差可能对创意整合产生不利影响，管理者应意识到不

当使用 AI可能比不使用 AI更具破坏性。特别是在创意细化类任务中，管理者应当避免让

员工过早进行人类主导的深入构思，而应考虑通过“AI先行”的方式，充分发挥 AI的结构

化优势。这种方法有助于优化人智协同的效果，最大化其创造力提升的潜力。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专注于简单的人智协同互动顺序，而未探讨现实世界环境“人在回路”

（human-in-the-loop，人类主动介入自动化系统运行与决策的过程）中人智协同有何影响。

随着 AI在工作场所的不断演进，员工可能会与 AI进行反复交流，在多轮迭代中不断精炼

和发展他们的想法(Doshi & Hauser, 2024)。这种迭代过程可能会对锚定偏差和调整产生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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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设计多阶段或迭代式交互实验，跟踪整个协作过程中想法和信任动

态的演变。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信任在不同阶段的作用，以及它在促进持续创新和复杂

决策制定方面的角色。

第二，尽管本研究聚焦于人智信任的调节作用，但人智协同顺序的效果也可能受到其他

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因素是个体对自身完成任务的自信程度。

在创意细化任务中，自信更高的个体往往在“人类先行”条件下更容易形成更强的自我锚定，

并导致其倾向于防御性地维护原有框架而忽视 AI的后续建议。更重要的是，高自信个体往

往对自身的创造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Rasheed et al., 2024)，认为依靠独立思考

可以产生高质量的创意，因此更倾向于选择人类先行的协同顺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测量或

操纵自信程度，并考察其与人智协同顺序的交互作用，以更精细地界定锚定效应在不同个体

心理状态下的边界条件。

第三，本研究聚焦于大语言模型（LLMs）支持的文本类创造性任务。本研究专注于 LLMs，

以建立清晰的实验边界，并在相对受控的环境中检验人智协同顺序的锚定效应。然而，人智

协同的动态可能因 AI工具的类型而有所不同，如用于艺术、音乐或视频创作的工具(Lee &

Chung, 2024)。在这些领域，感官吸引力或情感投入等因素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了拓

宽本研究发现的范围，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不同创意领域中的 AI与人类协作，并测试这些

机制在非文本或跨模态环境中的适用性。

第四，本研究主要关注了人智协同顺序在创意细化阶段对创造力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

一步探索更多人智协同的交互模式在创意旅程不同阶段的差异化影响。参考 Boussioux 等人

(2024)的分类，人智协同可区分为“独立搜索”（人类仅提供初始提示）和“差异化搜索”（人

类在每轮方案生成后输入指令）。基于这一框架，本研究推测这两种模式的有效性可能取决

于其所应用的创意阶段：在创意生成阶段，采用“独立搜索”模式可能更为有利，因为通过多

轮并行的独立生成能最大化 AI的探索广度，避免人类的早期认知框架限制了搜索空间；而

在创意细化阶段，“差异化搜索”模式可能更具优势，使人类通过迭代式指令逐步修补方案漏

洞，促进逻辑澄清与细节完善。未来研究可将视角拓展至更丰富的人智协同模式，系统考察

协同方式与创意旅程不同阶段之间的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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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ecome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creative work, organizations

face a critical question: how human-AI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structured to maximize creativity.

Prior research has largely favored a human-first collaboration sequence, arguing that premature

exposure to AI-generated content constrain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osters cognitive inertia.

However, given the multi-stage nature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benefits of a human-first sequence generalize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Drawing on the anchoring

effect, we argue that in the idea elaboration phase, a human-first collaboration sequence can

undermine creativity. Specifically, when individuals elaborate on ideas they initially generated

themselves, they develop strong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ver those ideas, which increases

resistance to subsequent AI-generated structural suggestions. As a result, creators become less

willing to incorporate AI input that could improve idea articulateness, ultimately reducing overall

creativity. We further propose that trust in AI mitigates this effect by increasing individuals’

receptiveness to AI-generated suggestions.

We tested our hypotheses across three complementary experiments involving diverse creative

tasks and samples (N = 741). Study 1 recruited 230 full-time employees to complete a product

design elaboration task. Study 2 was a field experiment involving 271 participants who developed

marketing plans for newly launched coffee products, including both human-first and AI-first

collaboration conditions as well as a no-AI control condition. Study 3, involving 240 full-time

employees, replicates the findings while directly testing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cross the three studies, we find consistent support for our hypotheses. Contrary to the

prevailing assumption that human-first collaboration is universally beneficial, we find that i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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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tion tasks, a human-first collaboration sequence reduces creativity relative to an AI-first

sequence. This effect occurs because a human-first sequence heighten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ver initial ideas, leading individuals to discount or resist AI-generated structural suggestions,

which in turn inhibits improvements in idea articulateness and ultimately reduces overall creativity.

Moreover, trust in AI attenuates these negative effects by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integrate AI

input during idea elaboration.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s 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hree

ways. First, we challenge the prevailing view that a human-first collaboration sequence is

inherently advantageous by demonstrating that its effectiveness is contingent on the creative phase.

Second, our findings uncover a cognitive mechanism explaining why collaboration may remain

suboptimal even when AI is incorporated into creative work. Third, by shifting attention from

whether organizations should use AI to how and when AI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reative work,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how organizations can more effectively harness the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of humans and AI i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Keywo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sequence, creativity, anchoring

effect,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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